
0 引 言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

下，企业只有不断地推出新技术、新方法才能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创新是企业组织生存

发展的关键。由于个体是组织创新的基本来源[1]，因

此如何激励个体创新是当前理论界和企业管理者关

心的热点话题。当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探讨

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一是个体特征，主要关

注员工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因素，如大五人格中的经

验开放性、自觉性、内部动机、心理授权和个体预期

等[2-9]。二是外部环境，主要关注团队或组织创新情

境要素，如组织氛围、组织文化、团队匹配度、组织权

力结构等[10-12]。三是领导行为，致力于探讨不同领导

风格和领导行为，如变革型领导、辱虐型领导、授权

型领导等对于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8,13-15]。总体而言，

当前对个体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持续扩展，但

对不同层面影响变量的叠加研究还有待深入，对影

响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和情境效应也有待进一步

挖掘。

Woodman、Sawyer 和 Griffin 的员工创造力模型

提出，提升员工创造力首先要推动员工间的自由知

识分享，并使其在决策中贡献意见 [16]。而有研究指

出，推动员工自由知识分享首先要建立适当的组织

员工社会关系[17]，而员工的上下级交换关系和同事间

横向交换关系正是组织内部社会交换关系的重要体

现[18-19]，此外，相关组织氛围的强弱也会在其中扮演

重要的调节角色。为此，本研究从社会交换关系角

度入手，探讨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知

识分享、个体创新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

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是以知识分享为

中介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其中，组织公平氛围在上

述关系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期望本研究为推动

企业员工知识分享和个体创新行为提供实践指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领导—成员交换、知识分享与员工创新行为

基于角色形成和社会交换理论，Dansereau、

Graen和Haga提出了领导—成员交换概念[20]。他们

认为：由于资源、精力和时间的限制，领导仅会与部

分下属建立起亲密的工作关系，而与其他下属保持

一般的工作关系。领导与每名下属的关系质量是存

在差异的，而非一视同仁。当领导与下属的关系质

量较高时，领导会将其视为圈内人，两者间保持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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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相互信任、支持、尊重和义务感，下属更容易获

得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和奖励；相反，当关系质量较

低时，下属会被视为圈外人，仅能获得正常工作范围

内的授权，与领导间维持较低水平的互动、信任和支

持等。以往关于领导—成员交换的研究发现，高质

量的领导—成员交换会对一系列员工行为（包括工

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等）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试图从领导—成员交换的

视角去探讨其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Scott 和

Bruce最早在他们有关员工创新行为的模型中提出，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会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

响 [12]。Van Dyne、Jehn 和 Cummings 的研究也发现，

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创新绩效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21]。Volmer、Spurk和Niessen基于 144家高科技公

司的实地调研发现，领导与下属间的关系质量越好，

下属越愿意去参与创新性的工作[4]。孙锐、石金涛和

张体勤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也发现，领导—成员交

换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

因此本文提出，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会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首先，由于高

水平的相互信任，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会

赋予员工更高的工作自主权，而工作自主权是促进

个体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4,22]。工作自主权高的

员工，对于工作方式、流程、时间等具有决定权，因此

更有机会在工作中尝试新方式、新流程、采用更灵活

的时间安排，打破常规，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相反，自主权低的员工，由于未能获得授权，往往只

能中规中矩地按照基本要求完成工作。其次，高质

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会给予员工物质和心理的

双重支持，而来自领导的支持也是员工创新行为的

决定因素之一[14-15,23]。在高质量的交换关系中，一方

面，领导愿意为下属提供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更多

的资金、信息等物质资源，鼓励员工更好地完成工

作；另一方面，领导也会更关心下属的心理感受，给

予下属精神鼓励，消除其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心理压力和负担，使下属感受到高水平的心理安全，

在工作中更勇于做出创新性的行为[24-25]。基于此，本

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

影响。

有关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创新作用影响的研

究表明，其中往往存在一些中介变量 [4,26-27]。例如，

Schermuly、Meyer和Dämmer基于 225名员工的纵向

调研数据发现，心理授权在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

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28]。孙锐、石金涛

和张体勤的研究也提出，组织创新氛围在领导—成

员交换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8]。由

此可见，在领导—成员交换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

中，存在深层次的内部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

创新行为的基础是新知识和新想法 [5]。个体越

愿意和他人进行分享和交流，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

新知识，因此更可能做出创新行为[16]。高质量的领导

—成员交换会对个体知识分享产生促进作用，这一

结论已在以往有关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

和角色外行为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29-33]。知识分享属

于典型的组织公民行为。通常情况下，组织不会在

正式的奖励体系中明确要求员工必须分享知识，但

知识分享的行为却是领导期待的、有益于组织发展

的行为。由于在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

领导会给予员工高水平的信任、支持和互动，这种交

换关系往往超出了工作权责的正常范围。因此，当

员工感受到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时，为了

给予领导相同水平的回报，就会愿意做出知识分享

这样的组织公民行为来回报领导。除此之外，本文

认为，员工也会在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

感受到较高的责任和义务，而工作责任感与个体是

否愿意进行知识分享高度相关。责任感高的员工，

认为自己对组织有更多的义务，因此更愿意与他人

进行分享交流，积极寻求新知识以推动组织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知识分享产生正向

影响。

H3：领导—成员交换以知识分享为中介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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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2 团队—成员交换、知识分享与员工创新行为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除了领导—成员间的纵向

互动关系，Seers也提出了基于横向关系的团队—成

员交换概念[34]。它是指个体与所在团队同事间的互

惠关系质量，具体包括员工间是否相互信任、愿意贡

献和分享知识、提出意见、相互帮助，以及获得彼此

认可。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个体与领导建立

的是一对一的互动关系，而在团队—成员交换中，个

体通常将其他团队成员视为一个整体。目前有关团

队—成员交换的研究虽远不如领导—成员交换丰

富，但已有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团队—成员交换会对

团队层面（如团队凝聚力、团队绩效等）和个体层面

（如个人绩效、组织承诺等）的一些结果变量产生积

极影响[35-36]。

目前，有关团队—成员交换和个体创新行为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但所得结论支持了两者间的正向

影响关系。Scott和Bruce的研究发现，个体与所在团

队成员间的关系质量越好，越可能做出创新行为[12]。

孙锐、石金涛和张体勤基于中国企业样本的研究也

发现[18]，团队—成员交换会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正向

影响。基于团队交换关系的定义，员工在高质量的

团队—成员交换中，会获得来自团队成员的更高水

平的支持，而社会支持是促进个体创新的关键因

素。通常在企业环境下，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

来源于领导和同事两方面[37]。区别于来自领导的支

持，个体从团队获得的支持主要是心理支持，包括信

任、肯定、协助以及安全感。在高质量的团队—成员

交换关系中，个体无需担心打破常规、做出创新行为

而受到他人责难。同时，来自同事的支持也能有效

缓解员工在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压力。另外，有

关创新行为的研究指出，团队凝聚力、团队成员间的

协作有利于员工学习、获取新知识，进而促进个体创

新行为[38-40]。在高质量的团队—成员交换中，员工会

在团队内积极交流分享知识，为彼此提出反馈意

见。个体对知识和信息的开放性越高，越可能在工

作中产生新思路，做出创新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H4：团队—成员交换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

影响。

有关团队—成员交换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也有

研究提出可能通过一些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实现。

例如，孙锐、石金涛和张体勤的研究发现，团队—成

员交换会通过影响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产

生正向影响[18]。从团队—成员交换的内涵来看，本文

认为成员间的关系质量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员工间的

知识交流和分享行为，进而影响员工创新。有关团

队—成员交换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团队—成员交

换会促进员工对所在团队做出相应的团队公民行

为，而知识分享可以被看作是团队内部典型的公民

行为。例如，Kamdar和Van Dyne基于 230名员工及

其同事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

对员工做出有益于同事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

响[41]。Love和Forret的研究同样证明，高质量的团队

成员关系对于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及其 4个子维度

（利他主义、责任感、美德以及善意）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42]。因此，基于社会交换和互惠原则，员工在团

队中感受到的关系质量越好，越愿意做出有益于团

队成员的回馈行为，以表达自身对于团队成员关系

的重视。在团队工作的情境下，积极分享知识、愿意

为他人提出建议是典型的有益于团队同事的公民行

为。另外，高质量的团队成员关系也可以有效消除

员工分享知识的顾虑。在高质量的团队关系中，员

工会感受到平等安全的团队氛围，无须担心自己的

知识分享后被他人剽窃盗用，影响自身的工作绩

效。反之，在低质量的团队成员关系中，员工会有较

重的思想负担，对于在团队内分享知识存在顾虑。

因此，员工在高质量、和谐的团队交换中，通过彼此

分享和交流信息，会增强自身对于外部新知识的获

取和积累。知识的丰富程度也是决定创新行为的重

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知识分享产生

正向影响。

H6：团队—成员交换关系以知识分享为中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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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3 程序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公平感是员工在组织工作中最看重的因素之

一。程序公平感是指员工对于组织内制定决策的过

程是否公正的主观感受[43]，它不仅会对员工的工作表

现（如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等）产生影

响，还会影响员工对领导及工作团队的身份认同感、

支持以及顺从程度 [44-46]。例如，Tyler 和 Degoey 的研

究指出，程序公平与员工对领导的支持意愿间存在

显著的影响关系，程序公平可以成为员工衡量领导

可信性的标尺[46]。Tyler和Blader提出的团队参与模

型（group engagement model）发现，程序公平也会通

过向员工传递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信息（让员工感受

到他们在团队中受到尊敬、以自己作为团队成员身

份感到自豪），来增强他们对于团队的认同感，进而

促进员工的角色外行为[45]。基于上述论述，本文认为

程序公平感影响了员工对所属领导及团队的认同及

支持，决定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出所属对象

期待的行为，因此更可能增强或减弱社会交换关系

对于下属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

当下属感受到较高的程序公平感时，他会对所

属领导及组织产生较高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愿意接

受领导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因此，与领导关系质量

较高的个体，会更愿意做出符合领导预期的亲社会

行为。相反，程序公平感较低的员工会认为组织的

决策程序不公平、组织环境不安全。因此，即便下属

与领导间的关系质量较好，也可能出于对外部环境

安全感的担心而产生分享知识的顾虑（如担心他人

剽窃自己的创意），在做出知识分享行为时有所保

留。同样地，程序公平感较高的个体也会对所属团

队产生较高的归属感，愿意帮助实现团队利益。因

此，与其他团队成员关系越好的个体，归属感越强，

越愿意做出符合团队利益的亲社会行为。相反，当

个体感受到程序公平较低时，会对外部环境产生不

信任感，这种降低了的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会导致

其产生分享知识的顾虑，因此即便员工与团队成员

关系质量较高，也会因缺乏对环境的信任感，而降低

自身分享知识的意愿。综合以上论述，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H7a：组织公平氛围在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知

识分享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7b：组织公平氛围在团队—成员交换与员工知

识分享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某高校在职MBA班发放问卷 300份，

回收 245份，剔除遗漏回答、错误填写等有问题的问

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2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6%。在 229位被调查者中，男性占 56.33%，女性占

43.67%；年龄分布在 20~4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2

岁；在目前公司的平均工作年限为 5.5年；教育水平

分布在大专到硕士研究生之间；工作职位以基层员

工和基层管理者居多，占61.6%。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均来自成熟量表，经

反复检验，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所有量表均采

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价。

领导—成员交换：对于领导—成员交换，本研究

采用应用最为广泛的Graen和Uhl-bien的测量量表，

图1 研究框架

 

领导—成员交换 

团队—成员交换 

知识分享 创新行为 

组织公平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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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 7个测量题项[47]。例如，“我的团队领导了解

我的工作需求及我在工作中的问题”；“我和团队领

导的工作关系融洽”等。

团队—成员交换：对于团队—成员交换，本研究

采用Seers、Petty和Cashmean的版本，共包括10个测

量题项[36]。例如，“我会经常向团队里的其他成员提

出工作上的建议”；“在工作繁忙时，团队其他成员会

找我帮忙”等。

知识分享：对于知识分享的测量，本研究采用

Cabrera、Collins和Salgado相关问卷的改编版本[17]，其

中包括2个维度：分享个人的观点和经验和向他人寻

求信息，共包括4个测量题项。例如，“每当我得到与

工作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时，我愿意将它们分享给

其他我认为感兴趣的同事”；“我会经常通过各种途

径，去搜集对工作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等。

个体创新行为：对于创新行为的测量，本文采用

Scott和Bruce的版本[12]，共包括6个测量题项。例如，

“我会去搜寻有关新技术、工艺、流程或产品的信息

和想法”；“我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等。

组织公平氛围：对于组织公平氛围的测量，采用改

编自Liao和Rupp、Colquitt等所使用的公平问卷[43,48]，

共包括 3个题项。例如，“我认为公司的程序和规则

非常公平”；“我们公司内用于决策的程序是公平

的”等。

本研究控制变量：调查对象还汇报了性别、年

龄、工作年限、教育水平和工作职位 5个人口统计变

量。在本研究中，上述人口统计变量将作为控制变

量，加入回归模型。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tata12和Lisrel8.8对所有研究变量

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首先，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作为信度检验的指标。结果显示，领导

—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知识分享、组织公平

氛围和创新行为的系数分别为 0.904，0.907，0.717，

0.813和 0.867。各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70的检

验标准，表明本研究所选取量表的信度良好。然后，

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本研究所涉及的 6个

潜变量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因子的标准

化载荷值均分布在 0.48~0.87 之间，并且显著异于 0

（T 值分布在7.34~16.31之间），且没有产生交叉载荷

项。模型整体的主要拟合指数 χ2/df 为2.51，RMSEA

为 0.087，CFI 和 NNFI 分别为 0.95 和 0.94。根据上

述指标判断，所选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2 同源偏差检验

同源方法偏差问题通常是由于同一被试或数据

来源、相同的测量情境或项目语境而引起的自变量

和因变量间的共同变化。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同源

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进行

检验[49]。本研究运用 Lisrel8.8 对单因素和五因素模

型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单因素模型的 χ2/df

为5.53，RMSEA 为0.18，CFI 和 NNFI 分别为0.83和

0.82，而五因素模型的 χ2/df 仅为 2.51，RMSEA 为

0.09，CFI 和 NNFI 分别为 0.95 和 0.94，明显优于单

因素模型，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法偏

差问题，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可信的。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领导—成员交换与创新行

为、知识分享及组织公平氛围正相关，同样，团队—

成员交换也与创新行为、知识分享及组织公平氛围

显著正相关。上述正相关关系为随后的回归模型分

析提供了必要前提。

3.4 假设检验

3.4.1 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对知识分享

的主效应检验

假设1和假设4推测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

员交换对个体的知识分享具有正向影响，运用逐步

回归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2

中的模型 1和模型 2所示。模型的因变量均为知识

分享。在模型1中，仅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性别、年

龄、工作年限、教育水平和工作职位。结果显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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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职位的系数正向显著（ β =0.212，p <0.01）。

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和教育水平的系数均不显

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领导—成员交

换和团队—成员交换2个自变量。结果显示，领导—

成员交换的系数正向显著（ β =0.168，p <0.01），说明

其对知识分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成

员交换的系数同样正向影响（ β =0.349，p <0.01），说

明其对知识分享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

此，假设1和假设4得到验证。

3.4.2 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对创新行为

的主效应检验

假设 2和假设5推测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

员交换均对个体的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同样运用

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

3和模型4。模型的因变量均为创新行为。模型3中

仅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水

平和工作职位。结果显示，除工作年限外，其余4个控

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工作职位）均与创新

行为显著相关。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领

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2个自变量。结果显

示，领导—成员交换的系数正向显著（ β =0.208，p <

0.01），说明其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团队—成员交换的系数同样正向显著（ β =0.355，p <

0.01），说明其对知识分享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因此，假设2和假设5也得到了验证。

3.4.3 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检验

假设3和假设6推测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

员交换均会通过知识分享的中介效应来影响创新行

为。本文采用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经典方法进行

检验[50]。第一步，需验证2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2.  年龄 -0.21**          

3.  工作年限 -0.10 0.54***         

4.  教育水平 0.32*** -0.26*** -0.07        

5.  工作职位 -0.40*** 0.37*** 0.24*** -0.54***       

6.  领导—成员交换 -0.06 -0.07 -0.08 -0.10 0.13*      

7.  团队—成员交换 -0.06 0.07 0.12* -0.08 0.24*** 0.51***     

8.  知识分享 -0.12* 0.12* 0.05 -0.13* 0.26*** 0.40*** 0.50***    

9.  组织公平氛围 -0.14** -0.01 -0.02 -0.04 0.18*** 0.48*** 0.41*** 0.30***   

10.  创新行为 -0.34*** 0.03 0.01 -0.38*** 0.37*** 0.36*** 0.39*** 0.48*** 0.31***  

均值 1.44 31.99 5.46 2.17 2.04 5.20 5.18 5.50 4.34 4.77 

标准差 0.50 4.73 4.64 1.34 0.85 0.81 0.71 0.69 1.00 1.01 

注：样本量 N=229;*p<0.1,**p<0.05,***p<0.01,下同 

因变量：知识分享 因变量：创新行为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 -0.029 -0.040 -0.428*** -0.439*** -0.421*** 

年龄 0.008 0.014 -0.034** -0.026* -0.033** 

工作年限 -0.008 -0.010 0.000 -0.003 0.002 

教育水平 0.017 0.011 -0.177*** -0.182*** -0.186*** 

工作职位 0.212*** 0.104* 0.261*** 0.145* 0.099 

领导—成员交换  0.168***  0.208*** 0.134* 

团队—成员交换  0.349***  0.355*** 0.200** 

知识分享     0.443*** 

R2 0.072 0.303 0.239 0.365 0.428 

ΔR2 0.052 0.281 0.222 0.345 0.408 

F值 3.480*** 13.740*** 13.970*** 18.160*** 20.600*** 
 

表2 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对知识分享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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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如表 2模型 4所示，领导—成员交换、团队

—成员交换均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208，p <0.01；β =0.355，p <0.01），第一步得到验

证；第二步，需验证自变量对于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

响。如表 2模型 2所示，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

员交换也均对中介变量知识分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β =0.168，p <0.01；β =0.349，p <0.01），第二步

的条件得以满足。最后，对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进

行了检验。如表2模型5所示，将自变量领导—成员

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和中介变量知识分享同时放

入模型中。结果显示，知识分享对创新行为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β =0.443，p <0.01）。领导—成员交

换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虽然显著，但与模型4中的

系数（ β =0.208，p <0.01）相比，已大幅下降（ β =

0.134，p <0.1）。同样，团队成员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虽然也显著，但与模型 4 中的系数相比（ β =0.355，

p <0.01），也已大幅下降（ β =0.200，p <0.05）。中介

检验的第三个条件得以满足。因此，假设 3和假设 6

也得到验证。

3.4.4 组织公平氛围的调节作用检验

假设7a和假设7b推测组织公平氛围在领导—成

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与个体知识分享的关系中起

到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仍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

检验，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6为基准模型，其

中仅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

水平和工作职位。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同时加

入了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平氛围以及两者的交互

项。对交互项中的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公平氛围

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控制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同

样的方法也用于后续的交互项处理中。结果显示，领

导—成员交换与组织公平氛围两者的交互项对知识

分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0.096，p <0.05）。这意

味着，组织内的公平程度越高，领导—成员交换对个

体知识分享的影响越大。模型8在模型6的基础上，

同时加入了团队—成员交换、组织公平氛围以及两者

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团队—成员交换与组织公平氛

围两者的交互项对知识分享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β =0.096，p <0.05）。这表明，组织内的公平程度越

高，团队—成员交换对个体知识分享的影响越大。为

更加直观地反映组织公平氛围的调节作用，本文也绘

制了调节效应图（见图2和图3）。

表3 组织公平氛围的调节作用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领导—成员

交换、团队—成员交换这两种组织内部重要的社会

交换关系，通过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

为产生影响的作用过程，以及程序公平对该过程的

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领导—成员交换对

员工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具有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个体，会更愿意

分享知识，进而做出更多的创新行为。（2）团队—成

员交换对员工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拥有高质量团队—成员交换关系的个体，

同样会更愿意分享知识，做出更多的创新行为。（3）

知识分享在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成员交换与员工创新行为

之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4）程序公平感在领导—成

员交换与员工知识分享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在团

队—成员交换与员工知识分享之间也起正向调节作

用。当个体的程序公平感较高时，领导—成员交换、

团队—成员交换对其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作用更明

显；而在程序公平感较低时，员工会因此产生知识分

因变量：知识分享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29 -0.003 -0.030 

年龄 0.008 0.014 0.013 

工作年限 -0.008 -0.003 -0.012 

教育水平 0.017 0.019 0.005 

工作职位 0.212*** 0.149** 0.092 

领导—成员交换  0.298***  

团队—成员交换   0.439*** 

组织公平氛围  0.089* 0.062 

领导—成员交换× 

组织公平氛围 

 0.096**  

团队—成员交换× 

组织公平氛围 

  0.096** 

R2 0.072 0.243 0.298 

ΔR2 0.052 0.216 0.273 

F 3.480*** 8.840*** 11.690*** 
 



企业员工社会交换关系、知识分享与创新行为研究·154· 第10期

享顾虑，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对其知识

分享行为的影响会受到限制。

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贡献：（1）以往对于个体

创新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单一层面变量对于创新

行为的影响。例如，员工个体层面的特征，如人格、

能力，领导层面的领导力类型以及组织层面的组织

创新氛围等。在本文中采用社会交换关系视角，同

时考察了员工与领导及团队这两个层面的社会交换

关系对于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员工创新行

为的前因变量研究。（2）将个体知识分享引入到了

创新行为的研究之中，发现知识分享在领导—成员

交换、团队—成员交换与个体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有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员

工创新行为产生的作用机理。（3）将程序公平整合

到了社会交换关系与知识分享的研究中。通过阐述

程序公平感对领导和团队的认同感影响，从理论上

说明了为什么程序公平会在社会交换关系与知识分

享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建议未来有关员工角色外行

为的研究中也应将程序公平的情境效应考虑在内。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实践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的

企业环境下，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会通

过知识分享，进一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创新已

成为推动企业发展，使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

的决定性因素。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高质量的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能够促进创新，因此，领导在工作

中应考虑给予下属更高的工作自主权，慎重提出负

面意见，多给予下属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保持高

质量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团队内部应多增加交

流和沟通，例如，定期举行经验交流活动、建立师傅

带徒弟制度等，以此增强员工间的交流和信任。此

外，管理者应鼓励企业内部的知识分享行为以促进

创新。本研究发现员工的知识分享对于创新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因而管理者应注重营造和维护企业

内的知识分享氛围，创建知识分享平台，建立促进知

识分享的激励制度，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在于：（1）本研究的所

有调查数据均由员工填写，调查变量间的关系容易受

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虽然通过Harman单因素分

析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检验，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其

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从领导、员工、客观绩效等多个

来源收集数据，以此降低同源方法偏差的影响。（2）

本研究在同一时点上收集了所有调查数据，虽然所得

结论与所提出的假设相一致，但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是

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仍需在未来运用纵向数据进

行进一步检验。（3）本研究关注的是社会交换关系对

个体层面的知识分享及创新行为的影响。未来可以

考虑延伸到团队层面，探讨社会交换质量、差异对于

团队知识分享及创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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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lace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Knowledge Sharing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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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t

work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team-member exchange)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Our results de-

monstrate that,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team-member exchang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mediated by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Furthermor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is a moderator in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effect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team-member exchange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are stronger when th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is higher, thus have stronger

impact on innovative behavior.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es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offer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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